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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

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 以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土地经

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 机制分

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

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 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

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

用。 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

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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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将提升居民幸福感当作一项重要使命。 尽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实

现了快速发展，然而居民幸福感并未实现匹配性增长 ［１－２］ 。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我国居民

幸福指数排名出现明显波动，甚至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连续下跌①。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

口数量大，农村居民幸福与否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总体主观福利水平。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

居民幸福感增长缓慢的矛盾局面揭示了进一步发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现

实意义。
伴随着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逐渐迭代更新为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核心的数字技

术，通过数字化赋能治理方式变革成为当前改革发展的重点。 数字治理是当前助力国家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乡村治理也在不断向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 ［３］ 。 ２０２２ 年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提出要完善农村

智慧党建体系，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 乡村数字治理通过重塑公共话语体系与

权力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由“权威主导”向“多元博弈”转变，从而提升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的交

互频率，实现乡村自主治理 ［４］ 。 同时，基于数字治理信息共享优势构建起的基层监督机制，可以

推动主体间有效博弈，实现乡村善治 ［５］ 。 正因如此，乡村数字治理深刻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日常

生活，也改变着农村居民的主观感知，从而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 然而，当前已有研究更

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探讨乡村数字治理的难点与实现方式 ［６］ ，鲜有研究检验乡村数字治理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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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或社会效果。 基于此，本文对乡村数字治理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关系展开分析并进行

实证检验。
幸福经济学认为物质财富不是幸福感的唯一影响因素，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及的安

全、社交等高层次精神需求对幸福感亦具有显著影响 ［７］ 。 信任是典型的双向精神需求，个体既

需要外界给予信任，也需要给予外界信任，否则容易产生个体与外界的割裂，从而损害幸福感。
其中，政治信任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已被相关研究所证实 ［８－９］ 。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转型的

关键期，民众政治信任缺失成为当前应重点关注的问题，这种政治信任问题本身内生于治理过

程 ［１０］ 。 综上，我们合理推测政治信任是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可行路径。 鉴于

此，本文重点从农村居民政治信任的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内在

机制。
本文围绕乡村数字治理与农民幸福感的关系展开研究，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当前

少有研究关注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本文以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为

研究主题，不仅丰富了农民幸福感决定要素和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同时为未来推动数字乡村

建设提供实证证据支持。 第二，本文从基层政治信任的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

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乡村数字治理与农民幸福感关系的理解，还丰富了乡村

数字治理红利效应的相关研究。 此外，本文检验了乡村数字治理的信息效应，突出了乡村数字

治理与乡村治理的影响路径差异。 第三，作为影响机制的补充分析，本文验证了乡村数字治理

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嵌入对传统治理模

式下主体缺失、身份限制等特点的改变，通过定量分析肯定了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的积极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数字治理是指政府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与居民、企业等主体之间以及政府内部运行过程

中，从而达到简化公共事务处理程序、实现民主治理目的的治理模式 ［６，１１］ 。 乡村数字治理发挥

着信息效应与渠道效应。
一方面，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而衍生的数字治理模式，可以有效缓解不同主体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大数据技术本身具有高效抓取、整合信息的功能，同时互联网平台可以实

现信息的多维呈现与快速共享，信息可视化理论认为将难以直接显示的信息转化为以图形、视
频等方式呈现后，可以大大增强个体对信息的接收程度 ［１２］ 。 因此依托于数字治理平台可以提

升信息披露方的披露质量，同时也增强了信息接收方的接收能力，从而缓解主体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 具体到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通过接入数字治理平台可以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等多种信

息公开与呈现方式，农村居民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治理平台获取多样化信息，以缓解参与

治理时面临的信息约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乡镇政府乃至村委会通过建立微信公众服务号来

公开政务信息。 以江苏省句容市为例，该市下辖的 ８ 个乡镇均开通了微信公众服务号，并在微

信公众服务号平台上公开党务、政务等信息。 河北省保定市则建立了村级事务公开平台，对村

级领办待办事项流程、党务、村务、财务等信息进行线上公开。
另一方面，乡村数字治理发挥渠道效应，为不同主体提供便捷、多样的交流互动方式。 依托

数字技术，政府形态由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转变，治理过程也不断呈现网络化和无界性特点，治
理的主客体可以实现远程交互，大大缩短了不同主体间的时空距离 ［１３］ 。 此外，数字化平台为村

民发表意见、沟通交流提供相对包容的空间与可行渠道。 以往在现实生活中沉默寡言的村民都

可能在虚拟空间中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并通过对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的不当行为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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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形成有效监督机制。 江苏省句容市白兔镇微信公众服务号“莓好白兔”设计了“有事好商

量” “监督一点通”板块，为农民提供多样便捷的意见反馈渠道，让农民可以在线提交议题或进

行监督举报。
幸福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对幸福的内涵进行了扩展 ［１４］ 。 除物质财富外，幸福感

还受到主体自身心理认知的影响 ［７］ 。 当前农村地区面临着公共服务获取不便、大众话语式微、
公众监督缺乏、资源统筹能力不足等治理困境 ［１３］ 。 乡村数字治理通过发挥信息效应与渠道效

应打破了治理过程中的信息限制与空间限制，在此基础上破解上述困境进而对农村居民幸福感

产生影响。 第一，基于渠道效应，数字治理突破了农村居民获取公共服务的地理界限，基于互联

网平台为农民购买保险、医疗报销、参加就业培训等提供便捷渠道，公共服务获取的便利化将有

效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 与此同时，数字化党建平台为基层民众开展党员

教育或群众教育提供便利，促进基层党员与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助于增强民众对国家制

度的认知和信心，切实提升农民身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感知。 第二，基于信息效应与渠道

效应，农村居民可以便捷地获取村务、财务等信息，乡村数字治理同时激发农村居民表达意见的

主动性，打造扁平化、高效率的意见反馈渠道，为农村居民参与治理提供主观动力与客观条件。
一方面，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逐渐加剧的背景下，基于互联网平台打破时空限制，改变传

统的“在场式”治理，为“离土” 抑或“离乡” 的农村居民表达意见与想法创造有效的 “治理空

间” 。 另一方面，乡村数字治理促进传统治理模式向多元博弈的局面转变，实现权威与非权威、
精英与非精英协商共治，进而实现公共话语体系与权力体系重塑，使全体村民共同为村庄发展

建言献策 ［１５］ 。 农村居民特别是外出务工者以及普通村民通过在集体决策与公共事务中贡献自

己的智慧，将个人意见融入村庄管理，不仅增强了其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感知与信心，同时有效强

化其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自身的身份认同与主人翁意识。 在幸福经济学框架下，幸福感

与身份认同带来的效用是内在契合的 ［１６］ ，来自身份认同对个体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已得到证

实 ［１７］ 。 第三，正如前文所述，基于信息效应与渠道效应，“公共事务公众管理”的协商共治机制

将得以构建。 在此基础上，参与者可以更好地实现自身需求 ［１８］ 。 民众是公共物品的使用者，因
此他们更了解从公共物品中得到什么。 借助协商、协作的治理格局，农民可以与基层政府实现

有效对话，将个人需求传递给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借此不仅可以在集中民智的基础上优化政府

决策，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运行效率作用于影响幸福感的潜在经济因素，同时，根据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幸福经济学框架，个人需求的满足必然正向作用于幸福感知。
综上所述，提出假说 Ｈ１：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
（二）基层政治信任视角的机制分析

信任是个人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作为一种心理学概念，信任反映了个体对他人承诺等行

为的可信赖期望 ［１９］ 。 政治信任属于公共信任的范畴，它反映了居民对政府能否有效运作的期

待。 基层自治组织名义上属于村民自治机构，可以视为具有准政府职能的一级组织机构 ［２０］ 。
基层政治信任与基层自治组织或基层政府的绩效紧密相关，因此它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基

层自治组织或政府行为 ［２１］ 。 已有研究认为官员腐败、决策失误、假大空话等都是造成民众政治

信任流失的重要原因 ［２２］ 。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话语权缺失、监督机制缺位，个别基层政府与村

“两委”的行为背离人民至上的原则，损耗农村居民政治信任。 凭借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构建

具有交互性和群结构性的数字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需求相

契合 ［２３］ 。 乡村数字治理迎合了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要求。 基于乡村数字治理的信息

效应与渠道效应，有助于政府（基层自治组织）与农村居民之间形成双向交互机制，从而提升农

村居民幸福感。
一方面，从“政府（基层自治组织）—农村居民”的视角来看。 数字治理平台提高了个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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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获取的便利性，从而弥合管理者与民众之间的信息差，增强了基层治理的透明度。 透明性本

身是信任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信息约束的缓解是农村居民参与管理村庄事务的基础，是形成政

府（基层自治组织）与农村居民双向交互机制，特别是农村居民进行意见反馈、民主监督的必要

条件。
另一方面，从“农村居民—政府（基层自治组织） ”的视角来看。 乡村数字治理增加了农村

居民对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机会与意见反馈投诉的便捷性。 第一，有利于政府、基层自治组织

更广泛地听取民众意见，并对公众诉求进行及时响应。 乡村数字治理平台可以及时收集社情民

意，提高政府、基层自治组织对民众诉求的响应效率 ［２４］ 。 在此过程中，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在

决策与行动中将优先满足农村居民合理诉求，真正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农民基层政治信

任。 第二，有利于实现农民对基层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监督。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不仅

通过信息共享优势为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奠定客观基础，而且基于互联网平台为农村居民监督

举报提供包容的外部环境 ［１３］ 。 通过构建高效的监督机制，实现对基层权力的有效监控，践行

“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切实提升农民的政治信任。 近年来，江苏多地在推行乡村数字治理的

过程中，特别重视网络监督评估的作用。 江苏徐州梁寨镇“民情信息管理网”开通了工作跟踪、
监督评估等功能，通过网络动态监督、实时考核，规范了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行为，大大提高了

基层治理效能，也增强了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
综上所述，提出假说 Ｈ２：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
信任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２５］ 。 个体对外界的不信任往往会造成个体与其他主体

的割裂，使个体呈现出高度自我防卫的状态，并由此引发心理问题，损害个体幸福感。 已有研究

发现农民社会信任与情感支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而且情感支持有助于增强个体幸福感 ［２６］ 。
作为公共信任的一种重要体现，政治信任也深刻影响着个体幸福感知。 已有研究在中国情境

下，探讨个体政治信任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政治信任越强，越有助于增强个体幸福感知 ［９］ 。 祁

玲玲和赖静萍 ［８］ 认为良好的政治信任水平有利于形成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不

仅弱化政府施策阻力，而且有利于激发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从而形成朝气蓬勃的政治体

系，改善民众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 具体到基层政治信任，其体现着农村居民对基层自治组

织与基层政府工作的评价，基层政府及自治组织的公信力流失将无益于农民幸福感提升 ［２０］ 。
良好的基层政治信任是农村居民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甚至基层政府之间关系的润滑剂，这种良

性互动过程可以有效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 ［２７］ 。
综上所述，提出假说 Ｈ３：乡村数字治理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进而增强幸福感。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农户数据来自南京农业大学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在江苏省开展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

（ＣＬＥＳ） 。 本次调研问卷分为农户问卷与村居问卷，其中农户问卷包括农户生产行为、土地利

用、家庭收支与资产、农村金融、乡村治理、个人感知等内容，村居问卷包括村庄人口特征、土地

情况、集体经济、外部环境等内容。 中国土地经济调查于 ２０２０ 年首次展开，调研采用 ＰＰＳ 抽样，
在江苏省 １３ 个地级市随机抽取 ２６ 个县区，每个县区随机抽取 ２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１
个行政村。 原始数据库包含 ５２ 个乡镇、５２ 个行政村、２６２８ 户农户。 ２０２１ 年进行追踪调查，追
踪样本量 １５４４，平均追踪率 ６３．８％，对未追踪农户，按照数量在所在村随机抽样进行补充，补充

样本量 ８７６。 受新冠疫情影响，２０２１ 年只完成 １２ 个地级市的追踪调查，因此 ２０２１ 年总样本量

为 ２４２０。 本文同时使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两期数据。 由于北京大学公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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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县及部分县级市数据，本文在回归前，首先删除数字乡村指数缺失的样本以及 ２０２１ 年未进行

追踪调研的城市样本，共计剔除 ２６３３ 个观测值，然后剔除被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存在缺失值以

及极端异常值的样本，剩余样本量为 ２０４１。
江苏省经济发达、人口集中，是我国农业大省，以其为样本研究农村问题具有合理性。 从样

本的地区构成来看，中国土地经济调查覆盖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 其中，苏北地区农村

与我国北方农村特点相近，苏中、苏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能代表发达地区农村发

展现状。 在乡村数字治理方面，与全国类似，江苏省内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也存在一定地区差异。
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２０２０） 》为例，江苏省内各县区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标准差为 １５．１３３，而同

期全国各县区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标准差为 １８．４６７。 同时，考虑到江苏省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方面拥有较多先进经验，因此，在以其为样本验证本文假说的基础上，可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

指导。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 幸福可分为评估幸福与体验幸福，评估幸福是个体以期望为

基础对当前生活质量的一种评价，体验幸福则是情感层面对积极与消极情绪的感知 ［１４］ 。 关于

评估幸福，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受访者生活满意度表征 ［２８］ ，这一方法与评估幸福的内涵相契合。
关于体验幸福，采用受访者主观幸福感进行度量，这与当前多数研究相一致 ［２９］ 。 ＣＬＥＳ 问卷中

设计了如下问题：（１）您感觉自己幸福吗？ 取值范围由 １ ～ １０，表示由最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受
访者根据自身的幸福感受进行选择。 （ ２）您对您家的生活满意吗？ 取值范围由 １ ～ １０，表示由

最不满意到非常满意。 受访者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分别体现体验幸福（主观幸福感）与评估

幸福（生活满意度） 。 本文参考多数研究做法，以主观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
在稳健性检验中，将以生活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进行回归，以保证结果稳健。

２．核心解释变量。 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结合本文机制分析可以明确，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测

度不能仅从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情况展开，必须有效度量农村居民的参与情况，只有农村居民真

正参与数字治理才能发挥其对幸福感的赋能作用。 鉴于此，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的一级指标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进行度量。
该指数基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者数量、乡镇提供数字治理平台数量两个维度进行编制，既能体

现乡村数字治理的可获得性，也能体现在数字治理平台接入后农民对数字治理的利用率，因此

可以准确度量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水平①。 作为一种心理感受，外界环境改变对农民幸福感的影

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 为尽可能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 ｔ－１）期乡村治理数字化指

数作为解释变量。
３．机制检验中的变量。 基层政治信任。 在广大农村地区，村干部长期工作于农村一线，不

仅在基层自治组织内担任重要角色，更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最直接的纽带。 管睿等 ［３０］ 采用农

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作为基层政治信任的代理变量。 本文参考其做法，通过 ＣＬＥＳ 问卷

中向受访者询问的对村干部信任度来表征基层政治信任。 取值范围为 １ ～ ５，分别表示很不信

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很信任。
４．控制变量。 本文基于幸福经济学框架，按照个人—家庭—村庄的逻辑选取控制变量。 参

考现有研究的做法 ［２８－２９］ ，在个人特征层面，首先，纳入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作为控制变量。 其次，选择体现个人身份的因素，如党员身份和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 最

后，已有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会影响个体幸福感，鉴于此，本文将其视为影响幸福感的潜在因素并

进行控制。 在家庭及村庄特征层面，家庭收入、家庭宗教信仰、重大负面事件、居住条件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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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个体幸福感知，农民生活环境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恶劣的村居环境可能对农民幸

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此，本文将家庭收入、家庭宗教信仰、家庭重大负面事件、家庭居住条

件、村居环境视为控制变量。 变量具体定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解释 均值 标准差

主观幸福感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取值范围为 １ ～ １０，表示由最不幸福到

非常幸福

７．９０６ １．６６２

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 ｔ－１）期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７６．２２２ １６．５６４

基层政治信任 受访者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取值范围为 １ ～ ５，表示由很不信

任到很信任

４．０９５ ０．７７１

性别 受访者性别：１ ＝男；０ ＝女 ０．６８７ ０．４６４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 ６２．４６８ １０．８０１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实际上学年限 ６．６６９ ３．９４４

党员身份 受访者是否为党员：１ ＝是；０ ＝否 ０．２０６ ０．４０５

经济地位 受访者是否认为自身经济地位高于村内其他人：１ ＝是；０ ＝否 ０．１７０ ０．３７６

社会关系 受访者遇到困难时能借到 ５ 万元的人数 ４．３８４ １１．７９７

家庭收入 家庭总收入之和＋１ 后取自然对数 ９．８１０ ２．７９８

家庭宗教信仰 家庭是否有人信仰宗教：１ ＝是；０ ＝否 ０．０６５ ０．２４６

家庭重大负面事件 当年是否出现成员离世、重大疾病、遭遇抢劫、盗窃等以及家庭

经营亏损等负面事件：１ ＝是；０ ＝否

０．１５１ ０．３５８

家庭居住条件 家庭住房是否存在漏风漏雨、墙体破裂、门窗破损等情况：１ ＝

是；０ ＝否

０．２４８ ０．４３２

村居环境 受访者对本村人居环境的评价：１ ＝ 无污染；２ ＝ 轻微污染；３ ＝ 中

等污染；４ ＝严重污染

１．３６３ ０．５８２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本文假说 Ｈ１，判断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所示：

Ｈａｐｐｙ ＝ α×ＤｉｇＧｏｖ＋λＺ＋ｒｅｇｉｏｎ＋ｙｅａｒ＋ε （１）
（１）式中，Ｈａｐｐｙ 代表主观幸福感，ＤｉｇＧｏｖ 代表乡村数字治理水平，Ｚ 为控制变量集合，ε 为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ｙｅａｒ 为年度虚拟变量，用于控制时间趋势。 此外，考虑到江

苏省内不同区域（苏南、苏中、苏北）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本文参考黄俊辉等 ［３１］

的做法，在模型中加入区域虚拟变量 ｒｅｇｉｏｎ（以苏南为对照组） ，用以控制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

社会发展差异。 本文关注的是 ＤｉｇＧｏｖ 的显著性与 α 的符号，若 α 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值，则
说明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为检验假说 Ｈ２、Ｈ３，分析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构建模型如下所示：
Ｔｒｕｓｔ＝ β×ＤｉｇＧｏｖ＋λＺ＋ｒｅｇｉｏｎ＋ｙｅａｒ＋ε （２）

Ｈａｐｐｙ ＝ γ×ＤｉｇＧｏｖ＋η×Ｔｒｕｓｔ＋λＺ＋ｒｅｇｉｏｎ＋ｙｅａｒ＋ε （３）
（２） （３）式中，Ｔｒｕｓｔ 代表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其他符号含义同（ １）式。 本文首先利用

（２）式对全样本进行回归，若（２）式中 β 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值，则证明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

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具有促进作用。 之后利用（３）式对全样本进行回归，若 η 通过显著性检验且

为正值，则证明基层政治信任提升有助于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由此说明乡村数字治理通过影

响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进而作用于个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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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

（一）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为检验本文假说 Ｈ１，利用（１）式对全样本进行回归。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被解释变量属于

有序离散变量，因此使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 第二，为保证结果稳健，本文在回归时逐步加

入地区与年度控制变量、个人特征控制变量、家庭及村庄特征控制变量。 第三，采用聚类至个体

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以尽可能克服异方差问题。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Ｎ＝ ２０４１）

变量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１） （ ２） （ ３） （ ４）

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性别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５）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２３∗∗∗（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党员身份 ０．２７７∗∗∗（０．０５９） ０．２６４∗∗∗（ ０．０５９）

经济地位 ０．４９２∗∗∗（０．０５９） ０．４５６∗∗∗（ ０．０６０）

社会关系 ０．０１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家庭收入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家庭宗教信仰 ０．００３（ ０．１００）

家庭重大负面事件 －０．２４６∗∗∗（ ０．０６８）

家庭居住条件 －０．１７４∗∗∗（ ０．０５６）

村居环境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２）

地区与年度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模型显著性检验
Ｗａｌｄ ＝ ４９．８４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５０．６４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２１４．２１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２６８．３１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２ 为检验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关系的回归结果。 Ｗａｌｄ 检验结果表明模

型通过显著性检验。 （１）列未加入地区与年度及其他控制变量，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的系数显著

为正，可以证明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的提升增强了农村居民幸福感。 （ ２）列控制了地区与年度变

量，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３） （４）列在控制地区与年度变量的基础上，逐步

加入个人特征、家庭及村庄特征控制变量，可以发现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明

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上述结果表明，乡村数字治理具有显

著的幸福效应，本文假说 Ｈ１ 得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 （４）列中，受教育程度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值，表明受教育水

平越高越容易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 党员身份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个体身份影响着个体主观

感知，身份经济学强调身份认同对幸福感的影响，鲁元平等 ［１７］ 也发现党员身份确实具有幸福效

应。 经济地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个人幸福不仅来自绝对获得感，而且来自与他人的比较，当
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高于村内其他人时，将显著增强自身幸福感。 社会关系的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当个体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时，将显著增强个人幸福感。 家庭收入正向影响居民幸

福感，幸福经济学认为物质财富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家庭重大负面事件、家庭居住

条件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当家庭面临负面冲击或家庭居住条件较差时，会损害受访者幸福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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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环境系数显著为负，该变量数值越大表示环境污染越严重，外在环境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

著影响，郑沃林等 ［２８］ 也发现生态环境改善有助于提升农民幸福感。
（二）内生性处理

本文使用县级层面的乡村数字治理水平解释农户层面的幸福感知，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反

向因果的干扰。 但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

计结果的不一致。 鉴于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再次进行回归。
本文参考韦庄禹 ［３２］ 的做法，结合数据可获得性，选择各县区 １９９３ 年人均邮电业务量、１９９３

年人均固定电话拥有量作为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的工具变量。 其内在逻辑在于：（ １）最初互联网

采用电话拨号方式接入，因此可以认为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应用始于固定电话 ［３３］ ；（２）邮局是固

定电话的铺设部门，１９９３ 年邮电业务量反映出早期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因此，人均固定

电话拥有量、人均邮电业务量与乡村数字治理紧密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同时，
１９９３ 年人均固定电话拥有量、人均邮电业务量对当前农民的主观感受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工具

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 但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１９９３ 年人均固定电话拥有量、人均邮

电业务量属于截面数据，因此本文采用 １９９３ 年县区人均固定电话拥有量×县区互联网普及率滞

后一期值、１９９３ 年县区人均邮电业务量×县区互联网普及率滞后一期值作为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的工具变量。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属于有序离散数据，因此采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ｘ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ＭＰ）进行回归，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工

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基于 ＯＬＳ 模型进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发现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

要求。 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 ３ 第（１）列所示。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基准模型估

计结果更可信，但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依然汇报了使用 ＣＭＰ 方法估计的结果，结果显示乡村

数字治理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前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 ３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１） （ ２） （ ３） （ ４）

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０．０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３）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与年度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９４１

模型显著性检验 Ｗａｌｄ ＝ １８９４．６６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Ｆ ＝ ２０．４８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２８９．５０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１１９．９１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４）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回归中，本文逐步加入地区与年度、个人特征控制变量、家庭及村庄特征控制变量，
以确保结果稳健。 在此，本文采用其他方法再次进行回归：

１．ＯＬＳ 回归。 本文在此使用 ＯＬＳ 回归以确保前文结论稳健。 回归结果见表 ３。 由表 ３ 中第

（２）列结果可知，本文假说 Ｈ１ 依然成立。
２．更改被解释变量。 从评估幸福的视角出发，以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

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３（３）列。 回归结果显示，当以生活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前文结论依

然成立。
３．更改解释变量。 在回归中，以北京大学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 ＣＬＥＳ 村居

问卷中询问了村委会成员关于本村“互联网＋党建”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接入情况。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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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均围绕“互联网＋党建” “互联网

＋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提出具体要求。 其中，完善“互联网＋党建”体系的内涵包括推动党务、
村务、财务信息公开，扩宽党群沟通渠道，畅通社情民意，在江苏省实践过程中，还特别提出推动

“互联网＋党建＋群建” ，实现各类信息网络公开①。 “互联网＋政务服务”也强调要实现政务信息

共享以及涉农事项的网络办理，同时畅通网上信访渠道。 在此本文界定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为样

本所在村接入数字治理平台数量。 如果样本所在村同时接入“互联网＋党建” “互联网＋政务服

务”平台，则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值取 ２；若只接入其中之一，则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值取 １；否则取

值为 ０。 需要注意的是，对乡村数字治理情况的调查为 ２０２１ 年 ＣＬＥＳ 问卷中新加入的内容，因
此，本文在此剔除 ２０２０ 年数据及存在缺失值的数据，回归结果见表 ３（４）列，假说 Ｈ１ 依然成立。

４．Ｏｌｏｇｉｔ 模型。 前文回归中，采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在此为保证稳健性，本文使用 Ｏｌｏｇｉｔ 模
型再次回归，结果见表 ４（１）列。 结果显示前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１） （ ２） （ ３）

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度 已控制 — —

观测值数 ２０４１ １０６３ ９７８

模型显著性检验 Ｗａｌｄ ＝ ２５１．８７（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１７７．５４（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１２０．９１（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５．分年度回归。 由于本文为两年期数据，也可采用分年度回归的方式，回归结果见表 ４（ ２）
（３）列。 其中，（２）列为 ２０２０ 年数据回归结果，（ ３）列为 ２０２１ 年数据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本文

假说 Ｈ１ 依然成立。

五、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一）基层政治信任视角的机制检验

本文接下来从基层政治信任的视角出发，探讨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

制。 首先使用模型（２）对全样本进行回归，以检验本文假说 Ｈ２ 是否成立。 由于基层政治信任

是有序离散数据，使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乡村数字治理对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 （Ｎ＝ ２０４１）

变量
基层政治信任 基层政治信任 基层政治信任 基层政治信任

（１） （ ２） （ ３） （ ４）

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个人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与村庄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地区与年度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模型显著性检验
Ｗａｌｄ ＝ １０．０１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２）

Ｗａｌｄ ＝ １６．３４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６９．５０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１２４．２５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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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中，（１）列未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在 １％水平上显著，且系

数值为正，证明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 （ ２）—（４）列逐步加入地区

与年度、个人特征、家庭与村庄特征控制变量，可以发现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

验，且符号为正。 上述结论说明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与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之间具有显著正相

关关系。 乡村数字治理的最大优势在于实现各类信息的公开共享，同时为农村居民表达观点提

供具有包容性的舆论环境。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层政府、自治组织与农村居民之间有效的双向

交互机制，在加强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对农民诉求响应效率的同时，形成有效的外在制约与监

督，防止村干部行为逻辑偏离群众利益诉求，从而增强农村居民对基层政治的信任程度。 综上

所述，本文假说 Ｈ２ 得证。
接下来，本文使用模型（３）对全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基层政治信任视角的机制检验 （Ｎ＝ ２０４１）

变量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１） （ ２） （ ３） （ ４）

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基层政治信任 ０．２４８∗∗∗（ ０．０３４） ０．２４９∗∗∗（ ０．０３４） ０．２１４∗∗∗（０．０３４） ０．１９１∗∗∗（ ０．０３４）

个人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与村庄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地区与年度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模型显著性检验
Ｗａｌｄ ＝ １０７．８９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１０８．３７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２５５．３７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２９８．５３

（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６ 中，（１）—（４）列逐步加入地区与年度、个人特征、家庭与村庄特征一系列控制变量，结
果证明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基层政治信任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值均为正，表明基层政治

信任是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内在机制。 综上所述。 本文假说 Ｈ３ 得证。 为保证

结果稳健性，本文在验证假说 Ｈ２、Ｈ３ 时同样使用工具变量法再次回归，对（ ２）式采用工具变量

法回归时，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系数为 ０． ０４２，对应概率值为 ０． ４５９，对（ ３）式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时，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系数为 ０．０３５，对应概率值为 ０．５１７，结果显示基准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①。

（二）关于影响机制的补充分析

１．乡村数字治理的信息效应。 信息效应与渠道效应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重要体现，
也是乡村数字治理提升农民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前文基于基层政治信任视角检验乡村数字治

理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上述分析的合理性。 但为了进一步完善证据

链，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在此对乡村数字治理的信息效应进行检验②。
乡村数字治理信息效应的内涵在于增强农户信息可得性。 对于信息可得性，何婧和李庆

海 ［３３］ 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关注经营方面的信息进行度量。 彭澎和徐志刚 ［３４］ 以农户平时是否

关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信息作为农户信息可得性的代理变量。 根据 ＣＬＥＳ 问卷设计，以受访者

对“您平常对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关注程度”这一问题的回答度量农户信息可得性，该问题选

项包括非常关注、很关注、一般、很少关注、从不关注，分别以数值 １—５ 表示。 对信息关注程度

的回答事实上既包含受访者对信息关注的主观意愿，也包含信息获取渠道的通畅程度，因为只

有当农户有获取信息的客观条件时，才会关注相关信息 ［３５］ 。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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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篇幅所限，且考虑到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表示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不再以表格形式列示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本文也尝试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渠道效应进行检验，但囿于数据可获得性未能完成。 这也是未来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

的内容。



表 ７ 中（１）列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在 ５％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为负。 被解释变量

信息可得性为负指标，即数值越大表示信息可得性越差，因此上述结果证明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越高，农户信息可得性越强，乡村数字治理具有信息效应。
２．乡村数字治理能否实现治理权力多元化。 本文机制分析认为乡村数字治理能够打破身

份界限，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实现村庄事务的全员协商共治，进而实现公共话语体系与权力体

系重塑，从而增强农村居民归属感和幸福感。 按照这一分析逻辑，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

福感的促进作用应该在原本并未充分参与治理的群体中表现得更明显。 本文按受访者是否具

有精英家庭背景为标准将全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①。 对于原本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受访者，
他们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更强，渠道也更加多样，因此新治理模式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可能较小甚

至不显著。 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影响机制补充检验

变量

全样本 具有精英家庭背景 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

信息可得性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１） （ ２） （ ３）

乡村数字治理水平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与年度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２０４１ ２８６ １７５５

模型显著性检验 Ｗａｌｄ ＝ ３１２．４０（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７２．４６（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 ２０６．２２（ Ｐｒｏｂ ＝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７（２）列为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的系数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于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受访者而言，乡村数字治理并不具有幸福效应。
（３）列为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在 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乡村数字治理能够显著提升这类群体的幸福感。 乡村数字治理基于信息公开

与数字空间下宽松的舆论环境，推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加强普通村民话语权与诉求表达

的主动性，有助于改变权威、精英主导的治理模式，实现公共话语体系重塑，提升农村居民在治

理过程中的参与度，切实增强农民的幸福感。 乡村数字治理对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受访者幸福

感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本文的机制分析。 对于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依靠数

字治理这一新模式，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公平感，并满足自身需求，切实提高他们的幸福感知。
综上所述，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乡村数字治理所带来的信息效应与渠道效应，在此基础上，梳理乡村

数字治理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乡村数字治理基于信息效应与渠道效

应促进传统治理模式向多元博弈的局面转变，丰富了治理参与主体，从而构建起“公共事务公众

管理”的协商共治机制。 政府统合性力量与社会自主性力量的有效交互增强了农村居民的基层

政治信任，也因此成为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路径。
本文结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ＣＬＥ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乡村数字

治理具有显著的幸福效应，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提升有助于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 机制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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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乡村精英按照影响力来源可以分为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结合本文的分析逻辑，本文重点关注体制内精英家庭

背景。 若受访者家庭成员担任政府或村两委干部，则认为受访者具有精英家庭背景；反之，则认为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



证明基层政治信任是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可行路径，乡村数字治理通过增强农

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进而提升其幸福感。 作为机制检验的补充，本文对乡村数字治理所具有的

信息效应进行验证，发现乡村数字治理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

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 同时，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效果在不具有精

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证明乡村数字治理能够打破身份界限，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
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上述结论从治理的角度肯定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必要性。 正因如此，未来应在加强顶层设计

的基础上鼓励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的行动方案，加强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充分发挥

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效能的赋能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农
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因其“公共品”属性面临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 基层政府应发挥资源统筹

作用，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通过合理措施有效引入社会资本，以进一步补足乡村数

字治理的运营基础，加快“互联网＋治理”平台等向乡村延伸，扩展数字化治理平台覆盖面。 本

文机制检验证实了提升基层政治信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实现乡村治理数字

化转型的同时，政府也应主动加强党务、政务、村务、财务四公开，形成高效的回应机制，树立良

好的政府形象，密切干群关系，增强基层政府以及基层自治组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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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２０２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１ ａ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ｅｌｐｓ ｆｏｒｔｉｆｙ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ａ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ｌｉｔ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ｅｎｄｏｒｓ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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